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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与智慧城市双试点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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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0225)

摘　 要:试点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不同试点叠加会产生政策协同作用。 低碳城市试

点和智慧城市试点通过互促互补机制共同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能够产生比单试点更

强的政策效应。 利用 2003—2022 年我国 284 个城市的数据,通过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低
碳城市与智慧城市双试点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双试点的提升作用显著强

于单试点;两个试点同时实施的政策效应最强,先低碳城市试点后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次之,
先智慧城市试点后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最弱;双试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推动数字经

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3 条路径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试点前的城市环境基础与双试点

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存在倒 U 型关系,双试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随着城市

创业活跃度的提高和试点实施时长的增加而增强。 因此,应重视并充分发挥不同试点组合的政策

效应,并从政策效应的传导渠道入手优化试点政策、提升试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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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一方面,面对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的重大挑战,
以低碳节能、生态循环为核心特征的绿色发展道路已成为世界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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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通过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提升生产效率依然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因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成

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指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体现了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改善的协同并

进,并非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就能实现,需要建立系统化的政策体系予以引导和支持。 因此,积极探索和

运用适宜的政策工具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新时代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为此,
我国开展了一系列试点,各种试点产生的政策效应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在众多试点政策中,低碳城

市试点和智慧城市试点是两项具有代表性的政策举措:低碳城市试点聚焦于减少碳排放、调整能源结

构,以推动城市发展的绿色转型;智慧城市试点则通过利用数字信息技术提升城市治理效能,为城市绿

色转型提供技术支撑。 两项政策的结合能够实现“低碳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为提升城市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提供双重政策驱动力。
现有文献分别就低碳城市试点和智慧城市试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相关实证

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佘硕
 

等,2020;王亚飞
 

等,2021;熊
广勤

 

等,2022) [1-3] ,并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Wang
 

et
 

al. ,2022) [4] ,还能够产生挤出高碳领域外

资(何兵
 

等,2025) [5] 、促进污染减排(何雄浪
 

等,2024) [6] 、降低碳排放强度(Zhang
 

et
 

al. ,2022) [7] 等作

用;智慧城市试点不仅促进了试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申洋
 

等,2021;宣旸
 

等,2021;湛泳
 

等,
2022) [8-10] ,还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惠献波,2023) [11] 。 然而,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和风险挑战,单一试点的政策效果往往难以完全达到预期,多试点政策的协同实施有助于政策衔接与互

补,从而形成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覆盖经济社会的更多层次,产生更好的政策效应。 近年来,双试点乃

至多试点的政策效应逐渐受到学界重视,相关文献开始涌现,但关于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双试点的政策

效应研究还较为稀缺。 郝向举等(2023) [12]利用 2004—2017 年我国 1890 个县域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发

现,低碳城市与智慧城市发展模式的叠加促进了城市绿色低碳发展;高煜昕和高明( 2025) [13] 基于

2006—2020 年我国 280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双试点政策对城市全要素能

源效率的促进效果优于单试点政策。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大多仅关注单一试点对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多种政策实施情境

下的双试点效应鲜有涉及,忽略了具有时间交错性和空间重叠性的多元政策产生的协同效应。 考虑到

低碳化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智能化是提升生产效率的有效措施,低碳城市建设和智慧城市建设

能够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显著的协同作用(张娜
 

等,2014) [14] ,本文聚焦低碳城市试点与

智慧城市试点的协同作用,探讨双试点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并采用 2003—2022 年我国 284 个

城市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一是在研究视角上,探究了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

双试点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拓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二是在理论研究上,通过探讨低碳城市

试点与智慧城市试点的互促机制和互补机制,阐释了双试点产生协同作用的机理,并分析了低碳城市和

智慧城市双试点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3 条路径(降低能源消耗、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

结构升级),有助于深入认识试点叠加的积极作用以及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三是在实证分析上,
进一步从试点前的环境基础、城市创业活跃度、试点实施时长等方面考察了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双试点

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为完善试点政策、提升试点效应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我国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政策与举措。 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于 2010 年、2012 年及 2017 年通过了《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

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第二批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第三批国家低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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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分三批推进低碳城市试点工作。 在相近的时间段内,智慧城市建设在推动新型城

镇化中的重要意义得到重视,2012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

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同时公布了首批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并于 2013 年和 2015 年

相继公布了第二、三批试点城市名单。 低碳城市试点和智慧城市试点两项政策协同实施,不仅推动了试

点城市的绿色智能转型,还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1. 低碳城市试点与智慧城市试点的协同作用

由于低碳城市试点与智慧城市试点分别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已得到相关理论和实

证研究的支持,这里主要探讨两者的协同作用。 低碳城市试点与智慧城市试点两项政策均致力于资源

的高效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在目标导向上具有内在一致性,但在具体着力点和政策工具上又存在显著差

异,这种一致性与差异性的并存构成了两项政策互促与互补的基础(郝向举,2023) [12] 。
在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方面,低碳城市试点与智慧城市试点的互促机制(政策效果的相互增

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发展路径相同。 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均旨在通过减少对传统

行业的经济依赖、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助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方式,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种

目标一致性为试点政策的整合规划提供了价值基础。 第二,产业转型升级互促。 低碳城市试点要求对

传统产业进行低碳化改造以减少碳排放,智慧城市试点则鼓励新型数智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两者共同推

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产生优化产业结构的乘数效应。 第三,低碳城市试点的政府主导型治理与智慧城

市试点的市场参与型治理相结合,形成“政府定标—企业创新—公众监督”的多主体协同治理网络,促使

各类经济主体共同发力,协同推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低碳城市试点与智慧城市试点的互补机制(政策功能的相互弥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政策

工具互补。 低碳城市试点侧重于环境税费、强制标准等环境规制的“硬约束”,而智慧城市试点则偏好税

收抵免、政府补贴等市场激励的“软引导”,二者结合既能避免“监管失灵”,又可防范“市场失灵”。 第

二,技术供需互补。 低碳城市试点通过排放标准约束和清洁能源使用要求等创造了大量低碳技术需求,
而智慧城市试点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研发补贴等提升技术供给能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支撑”
的良性闭环,共同催生和加快绿色技术进步。 第三,时间维度互补。 低碳城市试点通过短期的排放管控

快速改善环境质量,智慧城市试点通过长期的技术积累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两项政策共同实施既满足

当前的环保需求,又为未来的绿色发展奠定技术基础,弥补了单一政策的时间局限性,为提升城市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提供长效内生动能。
进一步地,低碳城市试点和智慧城市试点的互促互补机制在以下三个维度发挥协同作用:一是在要

素层面,促进绿色技术与数据要素的深度融合;二是在产业层面,实现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业态培育的

良性互动;三是在制度层面,优化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的政策组合。 最终通过“技术革新—结构优化—
制度完善”的三维路径系统性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H1: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双试点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且双试点的政策效应大于单试点的政策效应。

2. 低碳城市试点与智慧城市双试点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

(1)降低能源消耗强度路径。 低碳城市试点往往指向加强能源管理体系建设,致力于通过完善能源

统计审计和监测考核机制、推进节能改造等措施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李广明
 

等,2017) [15] 。 根据污染天

堂假说(Copelandet
 

al,2004) [16] ,严格的环保标准会促使高耗能产业逐步退出或转型。 同时,碳排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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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市场的建立使企业的碳减排行为能够产生直接经济收益,从而激励企业主动降低能源消耗强度。
智慧城市试点则通过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促进自动化控制系统、物联网

监测技术等在生产中的渗透和城市治理中的应用,实现生产过程和社会治理的精准控制和优化。 当两

项政策叠加实施时,低碳城市试点创造的减排需求与智慧城市试点提供的数字解决方案相结合,形成技

术供需的良性循环,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
(2)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路径。 在低碳城市试点中,企业为达到绿色低碳约束目标,需要接触、吸收、

学习和扩散新经验、知识、技术及管理方式,对企业信息传输和接收利用能力提出较高要求,推动企业提

高数字化程度以增强绿色知识技术的外溢和吸收效率( Haefner
 

et
 

al. ,2020;何雄浪
 

等,2023) [17-18] 。 智

慧城市试点则会直接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建立拥有海量数据的城市运行和治理数字化体系,推
动城市数据资源的融通和共享,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低碳城市试点和智慧城市

试点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中产生协同作用,低碳城市试点提供了需求导向和价值目标,智慧城市试点则

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技术支撑和路径选择,二者在“减碳”与“增智”目标下形成政策合力,实现

产业数字化与绿色化的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3)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路径。 在低碳城市试点过程中,地方政府通常会设置较为严格的环保红线与

排放标准,促使经济主体不得不进行绿色转型,从而催生出更多的绿色、清洁行业;而无力承担相应治污

成本、难以达到约束目标的企业则会选择迁移到环境规制较弱的地区,使本地的高污染高消耗产业占比

降低(Cheng
 

et
 

al. ,2019) [19] ,进而优化产业结构。 在智慧城市试点推进过程中,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发

展规划,加大创新支持和投入力度,吸引技术和人才进入,促使城市发展要素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

行业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胡兆廉
 

等,2020) [20] 。 两项政策的叠加进一步推动产业要素的优化重

组,形成绿色原材料供应商与数字化服务商相互扶持、绿色产品消费市场与数字化销售渠道相互促进的

新型产业联盟,城市产业结构在此过程中实现转型升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得到提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2: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双试点能够通过降低城市能源消耗强

度、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3 条路径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三、实证研究设计

1. 基准模型构建

为检验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双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根据两个试点分批

次、渐进式推广的特点,借鉴 Beck
 

等(2010) [21]的研究,构建如下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GTFP it =α1 +α2Lowcar_Smartit+α3Controlit+ηi+μt+εit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城市和年份,被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EP it)为 i 城市在 t 年的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心解释变量“低碳智慧双试点”(Lowcar_Smartit)为样本城市是否为低碳城市和智

慧城市双试点城市的政策虚拟变量,Controlit 表示控制变量,ηi 为城市固定效应,μt 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
(1)“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与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

反映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绩效的提升。 借鉴 Tone(2002) [22]的研究,本文采用包含非期

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 模型测算样本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的指标

选取见表 1,其中少量缺失数据采用多重插补法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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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指标

指标说明 计算方法

要素投入

资本投入 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值(亿元)

劳动力投入 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人)

土地投入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能源投入 全年用电总量(亿千瓦小时)

期望产出 经济发展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非期望产出 污染物排放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吨)

工业废水排放量(吨)

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吨)

(2)政策变量的赋值方法。 本文实证分析涉及 3 个政策变量:一是“低碳智慧双试点”,以低碳城市

和智慧城市双试点城市为实验组、其他城市为对照组,实验组城市实施双试点当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二是“低碳城市试点”,以低碳城市试点城市为实验组、其他城市为对照组,实验组城市实

施低碳城市试点当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三是“智慧城市试点”,以智慧城市试点城市为

实验组、其他城市为对照组,实验组城市实施智慧城市试点当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3)控制变量选取。 参考 Auffhammer

 

等(2016) [23]的研究,选取 6 个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一是“经

济发展水平”,用人均
 

GDP(元)的自然对数值衡量;二是“城镇化水平”,用城镇化率(绝对值)衡量;三是

“金融发展水平”,用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万元)的自然对数值衡量;四是“政府干预程

度”,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五是“对外开放水平”,用外商实际投资额与地

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六是“教育水平”,用地区普通高等学校数的自然对数值衡量。

2.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以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样本期间为 2003—2022 年。 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地级市

样本以及建市较晚和被撤销的地级市样本,最终得到 284 个城市样本。 城市层面的数据主要来自相应

年度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统计年鉴,对于少量缺失数据不进行填补处理。 主要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5
 

680 0. 356 0. 328 0. 000 2. 593

核心解释变量

低碳智慧双试点 5
 

680 0. 061 0. 252 0 1

低碳城市试点 5
 

680 0. 228 0. 426 0 1

智慧城市试点 5
 

680 0. 180 0. 384 0 1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5
 

679 10. 355 0. 857 4. 600 15. 670

城镇化水平 5
 

623
 

0. 511 0. 176 0. 110 1. 000

金融发展水平 5
 

679 16. 000 1. 381 12. 550 20. 690

政府干预程度 5
 

610 0. 173 0. 114 0. 030 2. 350

对外开放水平 5
 

536 0. 002 0. 007 0. 000 0. 130

教育水平 5
 

494 1. 369 1. 103 0. 000 4.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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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1. 平行趋势检验与基准回归

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评估,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实验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实

施前应具有一致的变化趋势。 本文采用 McGavock(2021) [24] 提出的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结

合数据特征,以双试点实施当年为基准期(即第 0 期),设置政策实施前 9 年和后 11 年的政策时点虚拟

变量,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GTFP it = β0 + ∑
9

t = 1
βpre_sDpre_s + βcurrentDcurrent + ∑

10

t = 1
βpost_sDpost_s + β2controlit + ηi +μt +

εit。 检验结果见图 1,其中,圆点为估计值,垂直虚线为 95%的置信区间。 在双试点实施之前,虚拟变量

估计系数的置信区间均包含 0,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不存在显著差

异,符合平行趋势假设;在双试点实施后,从第 6 期开始虚拟变量估计系数值显著为正,表明双试点的政

策效应显著(虽然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表 3 为基准模型检验结果。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低碳智慧双试点”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 考虑到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双试点的政策效应存在滞后性,对解释变量进行滞后 1 期和 3
期处理后重新进行检验,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回归系数依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此外,为消除极端

值的影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 5%和 95%的缩尾处理后重新进行检验,“低碳智慧双试点”的回

归系数还是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由此证明,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双试点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　 量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缩尾)

低碳智慧双试点
0. 140∗∗∗

(0. 017)

0. 123∗∗∗

(0. 018)

0. 113∗∗∗

(0. 017)

L1. 低碳智慧双试点
0. 119∗∗∗

(0. 018)

L3. 低碳智慧双试点
0. 103∗∗∗

(0.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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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变　 量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缩尾)

经济发展水平
0. 048∗∗∗

(0. 016)

-0. 030∗

(0. 016)

-0. 053∗∗∗

(0. 017)

0. 043∗∗∗

(0. 015)

城镇化水平
0. 071

(0. 053)
0. 117∗∗

(0. 057)

0. 057

(0. 065)
0. 094∗

(0. 050)

金融发展水平
0. 056∗∗∗

(0. 016)

0. 073∗∗∗

(0. 016)

0. 071∗∗∗

(0. 017)

0. 056∗∗∗

(0. 015)

政府干预程度
-0. 104

(0. 066)

-0. 138∗∗

(0. 066)

-0. 276∗∗∗

(0. 079)

-0. 114∗

(0. 062)

对外开放水平
0. 206

(1. 027)

-0. 735

(1. 072)

-0. 905

(1. 103)

0. 756

(0. 968)

教育水平
-0. 009

(0. 012)

-0. 025∗∗

(0. 013)

-0. 010

(0. 013)

-0. 012

(0. 011)

常数项
0. 346∗∗∗

(0. 003)

-1. 039∗∗∗

(0. 268)

-0. 514∗

(0. 277)

-0. 211

(0. 291)

-1. 021∗∗∗

(0. 253)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
 

680 5
 

320 5
 

060 4
 

528 5
 

320

R2 0. 533 0. 550 0. 561 0. 594 0. 535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2. 双试点的放大效应检验

为检验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双试点对试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是否大于单试点,进
行如下分析:第一,分别以“低碳城市试点” “智慧城市试点” “低碳智慧双试点”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基

准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4 的(1) (2) (3)列。 虽然“低碳城市试点” “智慧城市试点” “低碳智慧双试

点”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低碳智慧双试点”的系数明显大于“低碳城市试点”和

“智慧城市试点”的系数,表明双试点的政策效应大于单试点的政策效应。 第二,剔除既非低碳城市试点

也非智慧城市试点的样本(即所有样本均为至少实施了某一项试点的城市),检验双试点相对于单试点

的净政策效应,回归结果见表 4 的(4)列。 “低碳智慧双试点”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
明双试点比单试点能更有效地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即两个试点叠加通过政策协同作用产生了

比单个试点更强的政策效应。 至此,本文提出的假说 H1 得到验证。
进一步检验双试点实施先后顺序的不同是否会带来政策效应的差异。 分别以先实施低碳城市试点

后实施智慧城市试点的双试点城市、先实施智慧城市试点后实施低碳城市试点的双试点城市、同时实施

低碳城市试点和智慧城市试点的双试点城市为实验组(对照组均为非双试点城市)进行基准模型检验,
回归结果见表 4 的(5)(6)(7)列。 低碳城市试点和智慧城市试点同时实施的政策效应最强,先实施低

碳城市试点后实施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次之,先实施智慧城市试点后实施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效

应最弱。 可见,同时实施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试点能更好地发挥两项政策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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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双试点放大效应及试点顺序差异检验结果

变　 量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1) (2) (3) (4) (5) (6) (7)

低碳城市试点
0. 049∗∗∗

(0. 012)
 

智慧城市试点
0. 044∗∗∗

(0. 013)

低碳智慧双试点
0. 123∗∗∗

(0. 018)

0. 108∗∗∗

(0. 018)

先低碳后智慧
0. 113∗∗∗

(0. 023)

先智慧后低碳
0. 083∗∗∗

(0. 030)

低碳和智慧同时
0. 226∗∗∗

(0. 035)

时间趋势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
 

320 5
 

320 5
 

320 3
 

421 4
 

945 4
 

785 4
 

690

R2 0. 548 0. 547 0. 550 0. 613 0. 530 0. 546 0. 557

　 　 注:所有模型均控制了控制变量以及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和常数项估计结果略,下表同。

3. 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 为缓解遗漏变量和随机因素对模型回归结果的干扰,参考 Cai
 

等(2016) [25] 的研

　 　 　 图 2　 安慰剂检验结果

究,通过随机抽取实验组的方法构建伪政策变量进

行安慰剂检验,重复 1
 

000 次随机抽取和检验,得到

的伪政策变量系数值和 p 值汇总如图 2 所示。 其

中,水平方向的虚线表示 10%的显著性水平,垂直方

向的虚线表示基准回归的结果。 伪政策变量的系数

正态分布于 0 值附近,且大多位于基准回归值的左

侧。 因此,可以排除基准模型的政策效应是由未观

察到的遗漏变量或随机因素所导致的可能性,双试

点城市相对其他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确实

是由低碳城市试点和智慧城市试点带来的。

(2)控制非随机因素的影响。 参考 Li 等(2016) [26]的研究,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城市特殊属性虚拟变

量与时间趋势 T 的交互项,重新进行回归。 其中,城市特殊属性包括是否为省会城市、是否属于“两控

区”、是否为沿海城市、是否属于经济特区(是取值为 1,否取值为 0),T 为当期年份与样本期间起始年的

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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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SM-DID 检验。 考虑到试点城市的遴选并非随机的,为缓解样本选择偏误的干扰,采用多时点

PSM-DID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倾向得分匹配采用 k 值为 2 的最近邻近匹配法,匹配变量为所有控制

变量。 匹配后变量的标准化偏差从最高 79. 0%下降至 2. 4% ~ 7. 7%,总偏误明显降低,且均小于平衡性

检验要求的 20%红线标准,伪相关系数平方值由匹配前的 0. 179 降低至 0. 002 ~ 0. 013,表明倾向得分匹

配有效降低了实验组样本与对照组样本的组间差异。 采用匹配后的样本重新进行模型检验。
(4)控制时间趋势。 虽然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已经吸收了大部分城市层面的潜在干扰因素,但仍存

在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会随时间推进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从而造成估计偏误。 为控制

因时间变化引起的外生干扰,借鉴宋弘等(2019) [27] 的研究,在基准模型中引入控制变量与时间趋势的

交互项,重新进行回归。
(5)控制竞争性政策的影响。 在样本期间,2008 年启动的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和 2013 年启动的碳

排放交易权试点均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为排除这两项竞争性政策的干扰,在基准模型

中同时加入“创新型城市试点”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虚拟变量,重新进行模型检验。
(6)删除直辖市样本。 考虑到直辖市与其他城市在经济体量、政策优势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删除

直辖市样本后重新进行模型检验。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5,所有模型的回归结果均支持“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双试点显著提升了

试点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结论,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　 量 控制非随机因素 PSM-DID 检验 控制时间趋势 控制竞争性政策影响 删除直辖市样本

低碳智慧双试点
0. 057∗∗∗

(0. 017)

0. 037∗

(0. 019)

0. 090∗∗∗

(0. 018)

0. 103∗∗∗

(0. 028)

0. 117∗∗∗

(0. 018)

0. 110∗∗∗

(0. 018)

省会城市×T
0. 002

(0. 002)

“两控区” ×T
0. 003∗∗

(0. 001)

沿海城市×T
0. 020∗∗∗

(0. 001)

经济特区×T
0. 006

(0. 004)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0. 031

(0. 034)

创新型城市试点
0. 026∗

(0. 015)

时间趋势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观测值 5
 

300 3
 

596 5
 

320 5
 

320 5
 

320 5
 

243

R2 0. 933 0. 160 0. 563 0. 551 0. 551 0.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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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制检验

遵循江艇(2022) [28]的建议,本文的机制检验主要考察解释变量对机制变量的影响。 根据前文理论

分析提出的 3 条路径,选取以下 3 个机制变量:一是“能源消耗强度”,参考邹甘娜等(2023) [29] 的方法,
用能源消耗总量与 GDP 之比衡量,其中能源消耗总量为天然气供气总量、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全社会

用电量之和(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相应折算系数折算成总标准煤)。 二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借鉴赵涛等(2020) [30]的研究,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普惠两方面,选取互联网普及率、相关从业人员

情况、相关产出情况、移动电话普及率、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等指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算。 三是

“产业结构高级化”,参考 Wang 和 Li(2024) [31] 的方法,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与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占比之差衡量。
机制检验结果见表 6。 “低碳智慧双试点”对“能源消耗强度”的回归系数值显著为负,表明低碳城

市和智慧城市双试点显著降低了试点城市的单位 GDP 能源消耗。 能源消耗强度降低意味着节能技术

的推广和应用直接提升了生产和资源利用效率,同时也减少了污染物排放,有利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刘赢时
 

等,2018) [32] 。 “低碳智慧双试点”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值显著为正,表
明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双试点显著推动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智慧能源管理、
智能制造、绿色交通等领域的创新发展,推动了环境监测与治理的精准化,减少了资源浪费和碳排放,为
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有力支撑(程文先

 

等,2021) [33] 。 “低碳智慧双试点”对“产业结构高级

化”的回归系数值显著为正,表明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双试点显著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随着产业

结构的升级,绿色制造、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占比提升,高消耗、高污染产业转型升级,社会生

产集约化水平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将持续提升(逯进
 

等,2021) [34] 。 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说 H2 得

到验证,即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双试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

升级 3 条路径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表 6　 机制检验结果

变　 量 能源消耗强度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高级化

低碳智慧双试点
-0. 186∗∗ -0. 163∗∗ 0. 067∗∗∗ 0. 069∗∗∗ 0. 087∗ 0. 092∗∗

(0. 077) (0. 078) (0. 017) (0. 017) (0. 047) (0. 051)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
 

637 5
 

302 5
 

660 5
 

300 5
 

670 5
 

310

R2 0. 250 0. 323 0. 926 0. 929 0. 051 0. 051

五、进一步讨论:异质性分析

1. 环境基础异质性

由于各个城市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存在显著差异,试点前的环境基础

条件具有异质性,由此可能产生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双试点政策效应的异质性。 参考祁毓等(2024) [35]

的研究,以 2000 年的 PM2. 5 浓度作为衡量城市环境基础的指标,通过三分位法将样本城市分为“环境基

础较差”(PM2. 5 浓度较高)、“环境基础中等”(PM2. 5 浓度中等)、“环境基础较好” (PM2. 5 浓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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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构造 3 个环境基础组别虚拟变量,分别以“低碳智慧双试点”与 3 个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为核心解释

变量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7 的(1) (2) (3)列。 环境基础较差交互项和环境基础中等交互项的回归

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环境基础中等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值更大),环境基础较好交互项的回归系

数不显著,表明低碳城市与智慧城市双试点显著提升了试点前环境基础较差和中等城市的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但对环境基础较好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 其原因可以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

线”进行解释,即城市的环境基础与双试点的政策效应或许存在“倒 U 型”关系:在环境基础较好的城市

中,双试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由于边际效应递减而不显著;在环境基础较差的城市,双试

点政策主要指向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会牺牲短期经济增长,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受到一

定限制;在环境基础中等的城市中,双试点的推进具有较好的实施环境、经济基础和效应空间,因此产生

的政策效应最强。

2. 创业活跃度异质性

试点的政策效应通常与发展环境和经济主体的响应程度相关,考虑到创业活跃度能够反映城市的

营商环境以及经济主体的发展积极性,本文认为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双试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升作用会因城市创业活跃度的不同而表现出异质性。 参考白俊红等(2022) [36] 的方法,采集企查查数据

库中的新创企数据,以每百人新建企业数衡量城市创业活跃度,同样使用三分位法构建“创业活跃度较

低”“创业活跃度中等”“创业活跃度较高”3 个虚拟变量,分别以“低碳智慧双试点”与 3 个虚拟变量的交

互项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7 的(4) (5) (6)列。 创业活跃度较低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不显著,创业活跃度中等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创业活跃度较高交互项的回归系

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值明显大于创业活跃度中等交互项)。 上述结果表明,当城市创业活

跃度较低时,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双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随着城市创业活跃度

的提高,双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逐渐显现,并不断增强。 创业活跃度提高意味着城

市的营商环境改善、发展机会增加,有利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产生和推广,经济主体也将面临更

多的资源和机会,能够更好地响应、适应和利用试点政策,从而增强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 因此,低碳城

市和智慧城市双试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会随着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高而增强。

3. 试点时长异质性

试点的政策效应往往会随试点时间的变化而不同。 本文将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双试点实施时长分

为短期(0 至 2 年)、中期(3 至 5 年)和长期(5 年以上),构建相应的试点时长虚拟变量,分别以“低碳智

慧双试点”与 3 个试点时长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7 的(7)(8)(9)
列。 短期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中期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长期交互项的回

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值明显大于中期交互项)。 上述结果表明,当实施时长较短时,
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双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随着实施时长的增加,双试点对城

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逐渐显现,并不断增强。 在双试点初期,由于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的存

在,试点政策本身需要不断优化,各经济主体需要对政策变化进行适应,加之利用政策红利也需要付出

一定转型成本,试点的政策效应发挥受到限制;随着试点的持续推进,试点政策趋于完善,各经济主体逐

渐适应试点政策,加之技术累积、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等不断释放内生动能,试点的政策效应得以显现

和增强。 因此,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双试点实施时间越长,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越为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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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　 量

环境基础异质性 创业活跃度异质性 试点时长异质性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1) (2) (3) (4) (5) (6) (7) (8) (9)

低碳智慧双试点×

环境基础较差

0. 095∗∗∗

(0. 030)

低碳智慧双试点×

环境基础中等

0. 168∗∗∗

(0. 025)

低碳智慧双试点×

环境基础较好

0. 031

(0. 035)

低碳智慧双试点×

创业活跃度较低

0. 052

(0. 025)

低碳智慧双试点×

创业活跃度中等

0. 082∗∗

(0. 027)

低碳智慧双试点×

创业活跃度较高

0. 113∗∗∗

(0. 026)

低碳智慧双试点×

短期

-0. 056

(0. 035)

低碳智慧双试点×

中期

0. 066∗∗

(0. 033)

低碳智慧双试点×

长期

0. 145∗∗∗

(0. 019)

观测值 5
 

320 5
 

320 5
 

320 5
 

320 5
 

320 5
 

320 5
 

320 5
 

320 5
 

320

R2 0. 547 0. 550 0. 546 0. 547 0. 547 0. 548 0. 546 0. 546 0. 551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低碳城市与智慧城市双试点的视角出发,采用我国 284 个城市 2003—2022 年的数据,通过包

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 模型测算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双试点对

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低碳城市与智慧城市双试点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

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第二,双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提升作用显著强于单试点,两个试点同时实施的政策效应最强,先低碳城市试点后智慧城市试点

的政策效应次之,先智慧城市试点后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最弱。 第三,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低碳城

市与智慧城市双试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3 条路径提升

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第四,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双试点显著提升了试点前环境基础较差和中等城

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对环境基础较好城市的影响不显著;当城市创业活跃度较低、试点实施时长

较短时双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随着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高、试点实施时长的增

加,双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逐渐显现,并不断增强。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第一,推动低碳城市试点和智慧城市试点等多项政策的组合实

施,更快更高质量地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低碳城市试点与智慧城市试点同时实施能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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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政策上的互促与互补,若资源禀赋和时机允许,可优先考虑将单试点城市升级为双试点城市,充分利

用双试点的政策协同效应,促进经济的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第二,重视从传导渠道入手增强双试点

的政策效应,优化政策发力机制。 在能源效率方面,推广节能技术,建立能效标识制度,促进节能减耗;
在数字化经济发展方面,提供补贴、设立基金、搭建平台,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

面,通过税收优惠、基金支持等手段,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 第三,低碳城市和智慧城市试

点应秉持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避免盲目跟风。 应聚焦生态环境提升空间大、创业活跃的重点城市,积
极推进双试点,充分发挥政策杠杆作用。 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的城市应慎重实施严苛的环境规

制。 同时,试点政策需长远规划、持续投入,避免短期行为,聚焦长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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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ts
 

enhancement
 

relies
 

not
 

only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mproved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but
 

also
 

requires
 

synergistic
 

support
 

from
 

policy
 

systems.
 

China
 

has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pilot
 

policies
 

aimed
 

at
 

improving
 

urban
 

GTFP.
 

However,
 

a
 

single
 

pilot
 

policy
 

often
 

fails
 

to
 

fully
 

achieve
 

the
 

desired
 

outcomes,
 

whereas
 

the
 

coordinated
 

implementation
 

of
 

multiple
 

pilot
 

policies
 

can
 

more
 

systematically
 

promote
 

urban
 

GTFP
 

growth.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ual-pilot
 

policy
 

of
 

low-carbon
 

city
 

and
 

smart
 

city.
 

Theoretically,
 

it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how
 

dual-pilot
 

policy
 

affects
 

GTFP.
 

Empirically,
 

based
 

on
 

panel
 

data
 

of
 

284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22,
 

it
 

employs
 

a
 

super-efficiency
 

SBM
 

model
 

incorporating
 

undesirable
 

outputs
 

to
 

measure
 

urban
 

GTFP
 

and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es
 

the
 

specific
 

effects
 

of
 

dual-pilot
 

policy
 

on
 

GTFP
 

enhancement
 

using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dual-pilot
 

policy
 

effectively
 

improves
 

urban
 

GTFP;
 

( 2)
 

The
 

GTFP
 

enhancement
 

effect
 

of
 

dual-pilot
 

policy
 

exceed
 

that
 

of
 

individual
 

low-carbon
 

city
 

or
 

smart
 

city
 

pilot
 

policy,
 

with
 

cities
 

transitioning
 

from
 

single
 

to
 

dual-pilot
 

status
 

showing
 

significant
 

GTFP
 

improvement,
 

particularly
 

when
 

both
 

policies
 

are
 

implemented
 

simultaneously;
 

(3)
 

The
 

dual-pilot
 

policy
 

fails
 

to
 

significantly
 

boost
 

GTFP
 

in
 

samples
 

with
 

superior
 

environmental
 

baselines,
 

low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or
 

short
 

policy
 

implementation
 

periods,
 

whereas
 

it
 

demonstrates
 

the
 

strongest
 

GTFP
 

promotion
 

effects
 

in
 

cities
 

with
 

moderate
 

environmental
 

baselines,
 

highest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and
 

longest
 

policy
 

implementation;
 

( 4 )
 

The
 

dual-pilot
 

policy
 

positively
 

influences
 

urban
 

GTFP
 

primarily
 

by
 

reducing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GDP,
 

accelerating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facilita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are
 

threefold:
 

First,
 

it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whether
 

the
 

coordinated
 

implementation
 

of
 

dual-pilot
 

policy—“ low-carbon
 

city
 

pilot”
 

and
 

“ smart
 

city
 

pilot”—effectively
 

enhances
 

urban
 

GTFP,
 

thereby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literature
 

in
 

this
 

field.
 

Second,
 

it
 

constructs
 

a
 

framework
 

to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e
 

the
 

synergistic
 

and
 

complementary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dual-
pilot

 

policy
 

promotes
 

urban
 

GTFP,
 

unveiling
 

the
 

“black
 

box”
 

of
 

intrinsic
 

interactions
 

among
 

multiple
 

policies.
 

Third,
 

it
 

explores
 

heterogeneous
 

patterns
 

in
 

the
 

effects
 

of
 

dual-pilot
 

policy,
 

revealing
 

that
 

policy
 

effectiveness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baseline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level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durations,
 

while
 

also
 

evaluating
 

three
 

potential
 

indirect
 

effects:
 

energy
 

consumption
 

reduc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cceler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China’ s
 

explor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pathways,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GTFP,
 

the
 

consolidation
 

of
 

early
 

achievements
 

from
 

low-
carbon

 

city
 

and
 

smart
 

city
 

pilot
 

policies,
 

and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the
 

potential
 

synergies
 

from
 

the
 

coordinated
 

use
 

of
 

multiple
 

policy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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